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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回族具有 “夷夏相糅”的诸多特征 , 在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社会中 , 回族为了把本民族从各个分

散的地域联系起来 , 他们必然要通过各种方式建构自己独特的社会关系网络 , 以加强回族穆斯林社会的向心力。

在回族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过程中 , 经堂教育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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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学术源流而言, 早在20世纪40年代, 中国的

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便已关注到中国传统的人际关

系网络。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费孝通先生在考察中国

汉族社会时提出的差序格局理论[1], 中国社会不仅

有着广大的汉族群众, 还有着众多的少数民族, 而

在这众多的少数民族当中 , 回族由于其 “环寺而

居, 特殊仪式、教育及宗教活动却使他们的村舍结

构截然有别于其非穆斯林的邻居。当穆斯林出门在

外时, 他们可以从其他的穆斯林社区找到清真的食

物 , 熟悉的话语和共同的礼拜场所”。这些特征在

中国以汉族为主体的社会中却呈现出一种 “陌生性

( strangers)”。 [2]正是这些看似 “陌生性”的东西 ,

使我们发现: “穆斯林在其家园之外确实有一个比

汉族更广泛的关系网”。[3]这也就是说回族本民族间

的社会关系网比汉民族的社会关系网更为广泛、更

为密切, 回族本民族间的社会内聚性比汉民族本民

族间的社会内聚性更强。在建构回族的社会关系网

络过程中, 经堂教育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

“经堂教育”是中国内地伊斯兰教的一种宗教

教育制度, 以它进行的场所而命名。所谓 “经堂”,

本是中国伊斯兰教清真寺建筑布局的一个场所, 一

般多在主体建筑大殿的前边建有南北厢房, 北面的

就是经堂 , 或称为 “北讲堂”。所以20世纪以来 ,

中国伊斯兰教史学家便将这种在经堂之内进行的宗

教教育叫做 “经堂教育”。[4]经堂教育兴起于明朝末

年, 是一场中国境内伊斯兰教的宗教改革运动, 在

经堂教育兴起以前, 中国伊斯兰教的宗教教育是家

庭型的教育制度。明中叶以后, 随着回族这一民族

共同体的形成, 回族的民族意识开始日益增强, 文

化上的认同成为迫切的需要, 因为这对于一个民族

的进一步凝聚和自我确认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回族

来说 , 文化认同最现实的道路就是宗教文化的建

设, 因此, 几乎与此同时, 在中国西北地区产生了

经堂教育, 东南地区则出现了 “以儒释经”运动。

伊斯兰教在中国最初的传播时期, 主要是外来

的阿拉伯人、波斯人以通婚为纽带传播伊斯兰教。

他们通过家传口授的方式来传播伊斯兰教的基本知

识、经典、教义。后来, 随着这些外国侨民由客居

转变为定居成为中国公民的过程, 在 “他们的后裔

中 , 在语言文字上也开始了教学汉语汉文的过程 ,

入儒学, 学儒典, 对伊斯兰教的经典、教义反倒生

疏了”。能够维持他们宗教信仰的一是伊斯兰教礼

拜寺的存在; 一是阿拉伯、波斯以及后来中亚传教

士的不断来华传教。到明朝后期, 由于明王朝闭关

锁国政策的推行, 使得中亚地区的穆斯林难以进入

中国境内进行传教, 从而 “造成中国伊斯兰教教职

人员的危机, 培养宗教人才就成了当务之急。经堂

教育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出现的”。[5]

虽然经堂教育肇始于陕西著名经学大师胡登

洲, 但是这次宗教改革运动从其根本来说, 却是回

族集体意识的直接体现。这一集体意识的产生实际

上是由于回族作为 “熟悉的陌生人”在中国独有处

境的产物。因为到了明代, 随着回族共同体的形成

及人数的增加, 其社会地位逐渐下降, 如何在汉民

族汪洋大海的包围中避免穆斯林被同化, 就成为广

大穆斯林民众必须要思考的问题。美国人类学家克

利福指出, “散居者意识是由受歧视与受排挤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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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而构成的”, 而这种经历还包括共同的漂泊、苦

难、调适和抵抗。这种相同的历史、文化与相同的

背景和遭遇就成为回族人推动经堂教育的重要因

素。明朝末年, 经堂教育首先在陕西倡导推行, 后

来由河南、山东逐渐推广到全国 , 以后尤以甘、

青、宁地区最为盛行。

从回族经堂教育的师生经费的来源, 可以很清

晰地看到回族推动经堂教育集体意识的存在。经堂

教育的经济来源是供养制和施舍制的结合。主讲阿

訇每天的膳食是采取全体坊民以 “轮流恭敬”牌传

递的形式供奉的 , 他可以接受较丰厚的 “海提耶

(一种施舍)”, 可以接受坊民婚丧大事的较优报献。

而 “海里凡 (阿拉伯语, 意即代替者, 大约是取代

表穆圣讲学传道之意)”[7]除了当地人自有其家庭供

养以外, 由主讲阿訇带来的 “离乡人”则大都被分

配到一些家道殷实的穆斯林家里 , 由他们包下来。

除此以外, “海里凡”当然也可以接受坊民婚丧嫁

娶祭祀等活动的 “海提耶”。因此这样的收入是足

以维持一位主讲阿訇的优厚生活和一个 “海里凡”

生活所需的。至于灯油、住宿、取暖等的供给, 又

是由清真寺来承担。[4]所以 “学生之多寡 , 须视该

方教民之经济力而定。”[8]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 如

果没有广大穆斯林群众在经济上的支持, 经堂教育

是不可能长久下去的。所以从经堂教育的经费来源

上可以看出清真寺的教众和经堂师生间一种社会关

系的存在, 也可以说正是这种经费来源, 使回族社

会得以建构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网络。

二

经堂教育, 不但在经费来源上使回族社会得以

构建一种社会关系网, 而且在师生来源及教学内容

方面, 更进一步地加强和扩大了他们的社会关系网。

首先, 从主讲阿訇的情况来看, 从胡登洲肇始

的经堂教育, 在其弟子手中进一步发扬光大, 逐渐

成为回族穆斯林一种制度化的教育。经堂教育 “有

大学, 造就阿衡 (訇) 之学府也; 有中学, 中年失

学之受教育处也; 有小学, 儿童之教育机关也”。[9]

其中, 小学是经堂教育的最基本形式, 各清真寺几

乎均有小学; 中学实际是夜校, 每年在冬闲时, 招

收幼年没有学过 “经文” (粗浅的阿拉伯文) 的成

年男女 , 分别由男女阿訇教念 “亥听”, 即 《古兰

经选读》。大学一般设在较著名的清真寺 , 在这里

的学生学习完必修的经典后, 就由该教坊的全体教

民为其 “挂幛穿衣”, 以示该生毕业。[8]这些学生毕

业后, 绝大多数被别的清真寺 “搬”走, 成为那个

清真寺里的主讲阿訇 , 在那个清真寺里 “开学”,

即开始讲学。主讲的阿訇被认为是他开学清真寺的

阿訇, 他几乎就为这个清真寺所占有。但是, 当他

的名声随着他学问的增长和品德修养而远播时, 别

的清真寺就会来聘请他 , 经过原来清真寺的同意 ,

备办聘礼, 将他 “搬”来, 于是他又在第二个清真

寺里开学了。一个有学问且品德修养良好的阿訇往

往会受聘于许多清真寺。

其次, 从经堂学校的经生来看, 经堂教育的经

生分为 “小学儿”、 “海里凡”两种。 “小学儿”

是小学的经生 , 也称为 “小满拉”, 来自本坊穆斯

林的子女; “海里凡”是大学的经生, 一部分是本

坊的, 一部分是开学阿訇带过来的, 还有一部分是

外地慕名前来游学的, 并且所占人数较多, 故民国

时有人称: “大学则多由外方投来, 千里跋涉, 负

笈求学”。[10]

经堂教育的形成和推广, 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回

族作为一个民族在中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

物。经堂教育的实施一方面为穆斯林群众培育了一

代又一代具有丰富宗教学识的阿訇和能够满足中国

穆斯林社区宗教生活需求的宗教教职人员, 从而保

证了散居我国各地的回族群众几百年来对伊斯兰教

的全民信仰; 另一方面通过这种宗教教育又可以使

回族群体成员世代牢记自己的祖宗和自己的历史 ,

从而形成一种维护本群体的独立、自尊、民族习

性、语言、文化、道德风尚的强烈的民族凝聚力 ,

并推动其群体的繁衍生息。

经堂教育, 通过小学、大学、阿訇三者间的关

系, 使广大的回族穆斯林社会之间得以形成了一种

建立在宗教教育基础上的关系网络。通过经堂教

育, 使回族社会建立了一种师生、同门、同学间的

关系网。

三

经堂教育制度的推广, 使通用汉语的广大回族

穆斯林之间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带有浓郁伊斯兰教特

色的 “经堂语”。

经堂语是回族经堂教育创造的一种专门的教学

语言 (也用于一些生活场景)。这是一种以汉语为

主, 但融合有阿拉伯和波斯语汇的语言系统。至今

仍然流行的基本语汇有 : 乾坤、至贵、财帛、晓

谕、中坐、末坐、乡老、圣人、伊玛目 (信仰 )、

安拉乎 (真主)、穆斯林、克塔布 (经典)、多提斯

(朋友)、杜什蛮 (敌人)、阿訇 (教师)、教门 (伊

斯兰教)、无常 (死)、造化、参悟 (思考)、大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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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限)、复生 (死后复活 )、习学 (学习 )、康健

(健康 ) 等等。还有一些词组 , 如 “别乃色布”

(波+阿 )、 “号空麦斯来”、 “礼主麻”、 “色俩

目”、 “参悟机密”、 “搭救亡人”等等。在一般生

活场景中使用的经堂语 , 如 “那里的穆民乌巴怜

(可怜) 得很”, “经典 (《古兰经》) 上的号空 (戒

律) 有哩, 这样使不得”。[11]

以上这种包含着大量阿拉伯和波斯语、汉语以

及这几种语言混合语的词汇的经堂语, 它在很大程

度上成为联系各地回族的文化纽带。语言成为每个

人进行社会交际、感情交流、文化传承和思维活动

的不可或缺的工具。同时 “语言还以另一种方式改

变了思想⋯⋯思想从某种程度上由语汇之间的相互

组合而被改变⋯⋯这就决定了思维的流程 ( idea

flow)。”[12]可见, 语言既是进行思维的工具, 又影响

着思维的结果 , 从而影响着民族心理和民族意识。

回族在和其他民族交往的过程中, 普遍使用的是汉

语, 然而他们在和本民族群众交往的时候, 也会使

用一些 “经堂语”。

虽然经堂语最早是以专门用语的形式出现在中

国穆斯林经堂教育中的 , 使用空间狭小、范围有

限, 主要用于宗教场合。在后来的回族社会发展过

程中, 经堂语就为除受过经堂教育者以外更多的回

族穆斯林所认识、接受和使用, 并得以在广大的回

族社会中世代相传。一个个原本晦涩难懂的经堂语

词汇, 因为与回族的社会生活密切结合在一起而变

得生动、鲜活。即使穆斯林身处不同的地区, 他仍

然可以在清真寺里听得懂当地的阿訇讲 “卧尔兹”,

仍然可和当地的穆斯林进行交流, 地域差别立即被

减弱, 本民族之间很容易就能引发共同的话语。

从生老病死到婚丧嫁娶, 从节日庆典到人情世

故, 从柴米油盐的生活琐事到关系生命、信仰、荣

誉的大事, 从生活的每一天到终其一生, 中国西北

地区的回族都会经常用到经堂语。可以说, 经堂语

已经融入了他们的生活。只要你推开一家穆斯林的

门, 主动道一声 “色俩目”, 就能很快拉近和主人

的距离。再 “刮”上一个盖碗子 (盖碗茶) , 拉上

一段家常 , 你就能从他们话语中捕捉到经堂语词

汇。诸如 “真主襄助”、 “托靠真主”、 “邦答”

(晨礼 )、 “撇世尼” (晌礼 )、 “底盖尔” (晡

礼)、 “沙目” (昏礼) 等等。这种语言实际上也

体现了回族穆斯林的文化色彩。

美国人类学家E·萨丕尔在 《语言论》里曾指

出: 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 而且语言不能脱离文

化而存在。 [13]建立在回族穆斯林文化基础之上的

“经堂语”, 区分了 “穆斯林”和 “非穆斯林”, 形

成了 “我者”和 “他者”。只要是回族穆斯林 , 虽

为陌路相逢者, 道一声 “色俩目” (全称为 “安色

俩目阿来空目”, 大意是 “愿真主赐予您平安”) ,

言语中夹带几句平时耳熟能详的 “经堂语”, 彼此

立刻会增添了几分亲热感。回族群众中流传着一句

俗语 “天下回回一家亲”, 与回族中普遍流行的经

堂用语有着重要的关系。

综上所述, 无论在中国传统社会还是在现代社

会, 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群体, 关系网络的建构是

相当重要的。因为网络关系的存在, 在一定程度上

就能使在这个社会网络中的个体在实际的交易过程

中可以较为长久地维持, 并且这种交易并不一定以

契约的形式进行 , 而是可以通过承诺或信任来进

行, 从而使这个个体获得网络外的个体所没有的竞

争优势。这实际上也是这一个体所拥有的一种独具

特色的社会资本和社会文化。

回族社会关系网络, 在回族本民族内在联系和

与其他民族的外在联系中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

用, 一方面它能使回族社会不断强化他们自身的宗

教信仰, 增强本民族间的联系; 另一方面, 它也使

回族穆斯林在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中, 不断地进行相

互之间的协调, 从而使各民族人民得到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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